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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记者：日本侵略者从 1931 年九一
八事变起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到
1945 年 9 月 2 日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
书，这十四年里，对中国人民实施了一
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南京大屠
杀、化学毒气战、细菌战、活人身体实
验……累累罪行，罄竹难书，给中国人
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程教授，有人
问，对于这些灭绝人性的战犯，为什么
不直接枪毙，而是要进行审判呢？

程兆奇：如何追究轴心国发动战
争和伴随着战争的暴行的责任，同盟
国确实曾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看法主
要围绕的是如何追究发动战争的领导
人，对普通战争罪要通过审判来定罪
则没有异议。对德日战争元凶无一例
外地都采用审判而不是其他方式，主
要的考虑是实现正义应该用文明的方
式。战争审判对战犯的惩罚只是一方
面，它还有诸如公开审判让世人认识
到发动战争罪行后果的教育作用和对
后世的警示作用。东京审判是对日本
近代以来扩张和伴随着扩张的罪行的
盖棺论定和总结，她以公正透明、理性
文明的法律程序，对日本发动侵略战
争的责任与罪行作出了具有历史定论
意义的裁决，在国际社会面前确立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合法性与正义
性，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重要的法
理与道德基础。

记者：决定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
是日本裕仁天皇，当时许多国家和国
内进步团体都呼吁对裕仁进行审判，
认为他应作为首要战犯接受国际法庭
的审判与惩罚。为什么最后他没有出
现在受审者的名单里？

程兆奇：没有追究日本天皇责任，
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权宜考虑和误判。
权宜考虑是在美方特别是盟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看来，追究天皇责任会增加
美军的占领成本。麦克阿瑟在给美国
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明确
说，追究天皇需要增派百万美军和数
十万行政人员。至于误判，主要是美方
认为天皇在战时只是对军方、政府的
政策主张签名画押，并无实权，也没有
起实际作用。这是个重大误判。

对此，我再稍作解释。首先，日本
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
统治权”，战前的日本天皇不是战后新
宪法规定的没有行政权的日本国的

“象征”；其次，天皇事实上拥有最高发
言权；再则，裕仁天皇对战争高度关
注，没有“倦勤”。从制度上和史实上证
明裕仁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的作用并
无问题。难证明的是，裕仁天皇是否如
美国政界一些人，尤其是麦克阿瑟所
说的那样内心消极，甚至反对战争。这
是单从制度规定和公私文献难以证明
的。但在裕仁天皇去世后不久，意外地
出现了一份文献，解开了这一疑团。这
就是后来出版的“昭和天皇独白录”，
其内容为战后裕仁天皇和身边人的谈
话记录。谈话由当时在宫内省任职的
寺崎英成记录，不久寺崎随美国妻子
前往美国定居。记录稿尘封数十年后
才由不识日文的寺崎的女儿寺崎玛利
亚送交专家过目，得知其为“稀有的历
史文献”已在裕仁天皇去世之后。从这
份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裕仁天皇亲
口表示，不仅战时几乎所有重大决策
都由他决定，而且许多决策正是出于
他的建议。裕仁天皇免责导致的最大

问题，是抽掉了串起东京审判反和平
罪中最重要的“共同谋议”罪的经线。
因辩方否定五十五项诉因中第一条总
括的共谋罪，理由便是走马灯式的内
阁与内阁之间政策不同，内阁与军方
政策不同，即使政府内部，如外务省和
大东亚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设立）、
企画（划）院和军需省也时有矛盾，而
海军和陆军的意见不一有时到了相当
激烈的程度，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共
同谋议”。可以这样说，如果裕仁天皇
未被免责，被告所谓互不相识、原本对
立等等说辞都将进退失据，辩方对于
共谋罪也将辩无可辩。

记者：有人说，东京审判确立的
“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罪名，在当时
的国际法中缺乏渊源，这也是在东京
审判一开始就出现的管辖权之争的重
要原因，您如何评价国际刑事司法对
此的突破？

程兆奇：这一问题在战后审判，
特别是东京审判时曾引起很大争论。
开庭之际，对于辩方将提出管辖权质
疑，检方是有心理准备的，但辩方全
面出击，无休无止，摆出不达推翻审
判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还是出乎检
方的意料。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清
濑一郎等辩方律师在管辖权之争中那
么来势汹汹的质疑，便不会出现检方
那么大量地援引国际法、条约、协定
甚至同盟国领导人讲话、国际法著作
等等作为审判根据的一幕，向哲濬检
察官也不会在法庭上强调“我们没有
制定新的法律”。

从发展的眼光看，检方在管辖权
之争中的主张当然是有理的，也是有
力的。但管辖权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还
是转移了焦点。这不是说辩方号称获
胜的自我加冕有其道理，而是说它使
本来“不容置疑”“不言而喻”的严正性
在条文辩论中多少被模糊了。

这场管辖权之争，检方是被动地
兵来将挡，检方早已精心准备的开庭
陈述本来有着更为正大的理由。东京
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在代表检方作的

“开庭陈述”中强调，东京审判“将是人
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审判”“东京审判
不是普通的审判，她是捍卫人类文明
免遭毁灭的斗争”。检方认为这场审判
的意义如此重大，其实她的位阶已高
于其他一切，包括条文的根据。季南在
开庭词中说到国际法的“黎明期”“渐
进性”，日文版庭审记录中还特地用了
较古奥的汉字“嚆矢”，其实都隐含了
这个意思。检方在管辖权之争中之所
以大量引证，而不是像在开庭词中那
样更断然地表述，主要是他们和法官
等一样，都是在以法不溯及既往为铁
则的近代法学教育传统中成长起来，
不能想象以事后法来追诉事前罪，哪
怕这个罪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是非常
巨大的灾难。

与否定东京审判的政治人物与右
翼不同，日本法学界的主流看法其实
是“东京审判时期国际法并没有确定
罪刑法定原则”，1998 年“ICC（国际刑
事法院）规约才首次明确地提出罪刑
法定原则。”（据前田朗《战争犯罪论》）
日本国际法学者大沼保昭认为：一，作
为“反和平罪”的前提的战争违法观，
在十五年战争（指我们的十四年抗战）
爆发时已确立；二，基于“反和平罪”的
审判得到了战后国际社会压倒多数国

家的明确承认或默认；三，以后联合国
大会通过了对包括“反和平罪”“反人
道罪”的纽伦堡原则的决议，相关的法
典化工作也很早即已进行；四，作为战
后的国际法的规范意识，“反和平罪”
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已难以加以否定；
五，批判“反和平罪”的主要论据罪行
法定主义，作为国际法的原则当时是
否已被确立不仅还有疑问，如果严格
地适用罪刑法定主义，基于普通战争
罪的处罚实际也可看作是对罪刑法定
主义的违反，而这并没有成为问题（据
大沼保昭《国际法视角下的东京审判：
新型国际社会的法律实践》）。这些论
述可以说从反向消解了对东京审判违
反“罪刑法定主义”的质疑的正当性。

1983 年，在日本巢鸭监狱旧址上
建立的池袋太阳城举办过一次重要的
东京审判国际讨论会，该会议被视为
东京审判研究从意识形态争论转向客
观学术分析的起点，推动了后续研究
中心的建立以及文献整理与国际合作
的深化，对此国内学界已较为熟悉。
1996 年，日本法学界和史学界曾在神
奈川召开过另一次重要的东京审判研
讨会，这次会议却未引起国内学术界
关注。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藤田久一
在报告《东京审判与战争责任》中就长
久纠缠的管辖权问题说：国际法庭普
遍都会遇到管辖权问题，主要是因为

“国际社会不像国内社会那样具有统
一、集中的权力构造，而是分权化的构
造”，而且“罪刑法定主义是国内法的
概念”“国际法是形成途中的法”。藤田
认为国联最初虽未明确禁止战争，“但
国联从头起就是从限制战争或者说禁
止战争的方向开始的”。为此，他提出
了重要观察，他说“国际社会限制或禁
止战争”不是从“规则层面”和“某个事
项”开始，而是从“国际社会规则的法
的构造的改变开始”，也就是说“国际
社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是不禁
止动用武力的法的构造，以后就转而
为不允许使用武力的法的构造。也就
是说，不单完成了禁止战争的规范，而
且改变了国际社会基本的法的构造。”
藤田与东京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一
样，特别强调在国际法发展历程中“最
重要的文献”《巴黎非战公约》的突出
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禁止战争不限
于某些国家或某个地区，而是包括“所
有的国家”。藤田在报告最后总结说：

“数百年战争合法化时代向着违法化
的时代转变，追究国家责任向着同时
追究个人责任转变，这一波澜壮阔的
国际法构造的转折，至今仍在行进之
中。”战争从合法转为非法，从只是割
地赔款等的国家责任转为追究发动战
争者的个人责任，近代以来的这一潮
流，不论缓急，从未倒流。

东京大学世界史教授油井大三郎
完全赞同藤田的主张。他认为法在罪
先，固然是审判的理想态，但国际法的
不完备，往往是罪在法先，“如果法的
支配未成立，而不进行审判，结局等于
是放任侵略。”油井的评论是从日本社
会对所谓“非常自虐”的“东京审判史
观”的否定开始的。油井认为自民党提
出西方殖民者与日本的行为没什么区
别，单单审判日本不公平。油井说，日
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迅速跟上
了列强的步伐，在那样的帝国主义时
代，弱肉强食的“殖民”确实是那时的

“天经地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包括
战胜国在内的交战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损
害，使由“法”而非“力”来处理国际社会
的矛盾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普遍重视，以
后《巴黎非战公约》要求放弃战争手段、
美菲有关菲律宾独立文献的制订、《大西
洋宪章》确立民族自决权等等都是这一
潮流的体现。油井反问说：在这样的“过
渡时代”，日本的领袖却仍执念于“满蒙
是 日 本 的 生 命 线 ，继 续 获 取 海 外 的 领
土”，“不是太脱离时代感觉了么？不是很
值得我们深思么？”油井说，这些年来将

“大东亚战争”作为“完全的解放战争”的
议论少了，代之以强调对欧美是“自卫”。
油井认为，这种“太平洋战争二元论”是
站不住脚的。“日本的固有领土并未受到
军事威胁”，而且日本侵略中国在先，美
国西方反击在后，所以，“反击西方侵略
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记者：被审判的战犯都配备了强大
的律师团队，庭审中，辩方出示了许多所
谓的“证据”，想方设法为战犯开脱罪责，
导致审判过程绵延两年半之久，程教授，
近年来，是否有新的史料证明，当年的一
些“辩护”是在信口雌黄？

程兆奇：辩方提出的证据确实多于
检方。当时由于事出匆促，面对那么庞大
的举证量，检方尽管已相当尽力，还是因
证据不足，留下了一些遗憾，如对于“南
京暴行”，判决书免除了第一责任人松井
石根反和平罪（第 27 项实行对华侵略
罪）和普通战争罪的积极责任（诉因 54
项），造成两个问题，一是消极责任和最
高量刑的问题，二是松井石根没有甲级
战犯罪名的问题。但总体说，作为人类社
会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涉及面最广、
开庭次数最多、留下文献最为浩瀚的审
判，能做到那样，已十分不易。

近年来，通过深入研究庭审记录，我
们发现，法庭上被告方提出的证据，和事
发当时他们自己留下的日记等第一手文
献大相径庭，这表明东京审判中被告和
辩护方作了大规模伪证。

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在为
南京大屠杀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辩护
时，松井石根和被告方出庭作证的证人
都声称：松井石根对受命攻打中国无可
奈何，而且十分“痛心”。这些“证据”导致
法庭否定了检方提出的松井石根 39 项
罪名中的 38 项，而仅仅认定他在普通战
争罪中对部属行为约束的“不作为”一项
有罪。然而，松井石根的日记上却清楚地
表明，他是开战之初日军高级将领中最
积极的主战派，攻占中国首都就是由他
最先提出、并亲自率军不断突破日军中
央“制令线”的命令而实现的。

松井石根的随员冈田尚在作证时声
称，1937 年 12 月 18 日日军南京入城式
的第二天，他见到松井石根满面戚容痛
苦地说，“三十余年来一贯的愿望就是实
现中日两国的和平”，现在却是“兵戎相
见”的“悲惨结果”，让他“无限遗憾”。然
而，松井石根在“南京攻略感怀”的日记
中却写着“貔貅百万旌旗肃，仰见皇威耀
八紘”。12 月 21 日松井石根回到上海，在
当天日记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上海出发
以来恰好两周，完成了南京入城的壮举，
归来的心情格外舒畅。”这与冈田尚的证
词大相径庭。

历史不容翻案。以史实说话，深入日
本右翼无法否认的自己留下的文献，从
中找出日本右翼刻意掩盖、日本政要不
愿承认的真相，才能对日本右翼的观点

真正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记者：东京审判中，日本对中国犯下

的深重罪行是主要犯罪事实，但远东国
际法庭毕竟是根据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
的命令成立，由 11 个同盟国共同组成
的，国际检察局更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由美国支持和主导。程教授，在当时的环
境下，各国法官与检察官是如何发挥自
身作用的？

程兆奇：美国主导，主要是审判政
策、方式、确定被告等，实际审理过程中，
各国团队还是起了作用。中国因相关度
更高，作用更大。检察官团队主要是内部
协调，法官介乎国派和“一介法官”之间，
既不受美国控制，也不受本国控制（如印
度法官和荷兰法官，都没有理会本国政
府的立场）。

记者：日本右翼众口一词地说：东京
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您如何看待和回
击这一观点？

程兆奇：日本战败之际，日本政府
确曾幻想过“自主审判”，这一想法为
驻日盟军总部拒绝。日本政府也想过参
与审判，也被拒绝。但东京审判是“胜
者的审判”的着眼点主要不是审判方是
战胜国——这点至少当时说不出口，而
是认为审判“不公”。

我曾举过一例，告诉日本右翼，什么
叫“胜者的审判”。我曾通过从未被人注
意的日军“中支那方面军”军法会议的材
料和军法会议主要法务官小川关治郎日
记 的 比 对 ，复 原 出 了 1938 年 1 月 28 日

“中支那方面军”军法会议对周继棠等六
人所谓“相结为党、对帝国军加以危害”
的审判。周继棠等人完全没有“行为”，

“罪行”是连未遂都够不上的“企图”。但
该案在当天上午 9 时开庭，下午 1 时审
结，5 时六名被告全部遭枪决。而在同一
时间，日军第十军法务部和中支军军法
会议对所有按日军陆军刑法应该严惩的
杀害平民、纵火、强奸等重罪的日军犯
人，全部以各种理由轻判或免罪。两相对
照，一面是百般开脱，一面是斩立决，什
么是“胜者的审判”？我想无需再言。

记者：日本国内对东京审判的态度
呈现出肯定与否定的分裂状态，其根源
是什么？与德国对纽伦堡审判的接受度
相比，为何差异如此巨大？

程兆奇：这点说来话长，简单说，
主要是因为新生德国与灰飞烟灭的第三
帝国无关，而“大日本帝国”虽与新生
日本国不同，但国体、政体未变，今天
日本首相石破茂的第 103 任序位仍是从
伊藤博文 1885 年出任日本第一任首相
时算起，政治的一脉相承和缺少深刻反
省确实有关。

记者：今年 5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 共
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指出：“纽伦堡国际
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战犯永
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
的正义性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不可撼
动！”请问程教授，您如何解读习近平总
书记对这两场大审判的评价？

程兆奇：这是非常重要的评价。这一
评价在俄罗斯发表也有特别意义。因中
苏两国是东西方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最重
要的战场。美英等国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但本土都不是战场，论牺牲的重大、胜利
的关键性，都无法与中苏相提并论。此
外，西方国家都是殖民地宗主国，与中苏
两国是完全意义的反侵略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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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纪念日。二战后，为清算日本侵略战争罪行，防止
历史悲剧重演，重建世界和平，同盟国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 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此即为东京
审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
审判的正义性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不可撼动！”近日，就大家关心的有关东京审判的诸多问题，本报特别采访
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奇，敬请关注。

编者按：

图片后排为东京审判法官席，从左到右分别为来自印度、荷兰、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苏联、法国、新西兰、菲律宾十一国的法官。

图 为 本 期 访 谈 嘉 宾 程 兆 奇
教授。


